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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field study, it is found people in the three villages in the southwest

part of Shandong Province have developed a practice of jogging and speed-walking

on one side and eating edible wild herbs on the other in recent years as a way to

keep healthy. Essentially this routinized daily life habit is the result of the transition

of the health consciousness guiding their health practice from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when old, one needs to be less physically active”, to the new concept of” when

old, one still needs to keep some physical activities”. This forms their new daily life

routine.

The “spin-offs” of people's traditionally routinised health practices have then

been re-routinised. The sense of health practice of ‘living longer but moving less’

contained in the traditional routine daily life has a strong endogenous power to

produce daily health practice. We should believe in and encourage this endogenous

force and maintain optimistic expectations for the self-health practices of rural older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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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奏、例行化与再例行化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居民健康实践的新图景及其生成①

陈瑜（第一作者）②，张岳（通讯作者）③

摘要：在所调查的位于鲁西南的三个村庄里，人们形成了“慢跑快走”和“食

用野菜”的新的例行化健康实践。这是在健康实践意识由传统的“寿而少动”向

“寿需动且补”转变的情况下，人们传统例行化健康实践的“附带结果”，然后

又获得了再例行化。传统的例行化日常生活中所包含的“寿而少动”的健康实践

意识，具有强大的产生日常化的健康实践的内生力量。我们应该相信和鼓励这种

内生力量，并对乡村老年人的自我健康实践保持乐观的期望。

关键词：健康；慢跑；野菜；实践；例行化

一、问题提出与相关研究

在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和老龄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乡村老年人的健康问

题日益凸显。一方面，城乡相较，乡村老龄化程度更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2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有 2.8 亿

多人，占总人口的 19.8%，65 周岁及以上人口有 2.09 亿多人，占总人口的 14.9%，

接近中度老龄化社会；据中国社科院《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研究报告 2021》，

农村全体人口中 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 20.04%，常住人口中 60 岁及以上

的比重达到 23.99%，老龄化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进入了中度老龄化社会。

另一方面，乡村老年人健康水平面临着更多困境，无论是在公共医疗卫生服务，

心理咨询服务，健身场地与设施建设等健康体系构建的供给方面，或是在健康观

①本文受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老龄化背景下重庆市传统殡葬习俗的治理与创造性发展研究”
（2022NDYB91）支持。
②陈瑜（1981—），女，上海奉贤人，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副教授. 研究方向：合唱、美育、音乐治疗、
艺术与健康。
③ 张岳（1981—），男，山东巨野人，法学博士，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副教授，西南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
所所长，研究方向为生命、艺术与日常生活。



念、知识与技能等健康素养方面，还是在体育锻炼、健身运动等主体健康实践活

动方面，乡村地区都相对落后。为此，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要“推进健康乡村建设”，“加强妇幼、老人、残疾人等重

点人群健康服务”；202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也提出要“加强妇幼、老年人、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健康服务”，

同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规定“应当健全完善乡村公共文

化体育设施网络和服务运行机制，鼓励开展形式多样的农民群众性文化体育、节

日民俗等活动”，“倡导科学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更专门的“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 年）”，将“老年健康促进行动”列入十五个重大行动，并在政府，

社会，个人与家庭三方责任中，提出个人要“加强体育锻炼。选择与自身体质和

健康状况相适应的运动方式，量力而行地进行体育锻炼”。

可以说，健康问题既是数量日益增加的乡村老年人个体面临的最迫切的现实

问题之一，关系到他们晚年生活的质量，同时也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健康服务

体系构建和健康行动的焦点。但从根本上说，“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人们的主体健康实践活动才是解决健康问题的首要因素。那么，相对于城市，乡

村居民的健康实践活动如何呢？该怎样促进乡村居民进行积极的健康管理和健

身运动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学界也有所讨论。

学界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村落体育”、“农村体育”、“农村或乡村公共体育

服务”、“农村或乡村健身服务”等名目下。其中，学界在对“农村体育”、“公共

体育服务”和“健身服务”研究的时候，有时会根据调查数据，从客观视角、在

宏观层面论及乡村居民的体育或健康实践的观念、需求、形式等。一般认为，乡

村居民对体育或健身公共设施，体育或健身方面的信息、知识服务，体育或健康

实践的组织等方面的需求未能很好地为现有供给体系满足，存在着同质化供给与

多样性、差异化需求之间的矛盾（李洪波等，2012；金涛等，2013；商勇，宋述

光，2014；母毅刚，2016；董旭晖，尚华，2016；张玲燕等，2017；王驰，何元

春，2018；李昕泽等，2022；熊禄全，向剑峰，2022；刘永强，赵康，2022），

且乡村居民的需求容易被忽视或不能被有效获取（金涛等，2013；熊禄全等，2018；

郝兴华等，2018；刘望等，2021；熊禄全、向剑峰，2022；张晓东等，2023）；

乡村居民的体育锻炼或健身观念比较薄弱（商勇，宋述光，2014；母毅刚，2016；



玉聚成，徐莹，2017；张玲燕等，2017；窦丹等，2017；贾彦彦等，2022；张晓

东等，2023），体育锻炼或健身参与人数比例较低，活动相对稀少，没有常态化

和生活化（杨志民等，2011；李洪波等，2012；贾彦彦等，2022；张晓东等，2023）；

体育锻炼的内容和形式既包括现代体育项目，也包括传统体育项目，而且，由于

观念、能力、文化传统等原因，人们对现代体育项目兴趣不大，更倾向于地方性

的民俗体育项目（张玲燕等，2017；王驰，何元春，2018）；另外，也有研究发

现，近年来，夜走、散步成为某些地方乡村居民比较流行的健康实践（刘永强，

赵康，2022）。

与之相比，以“村落体育”为核心概念的相关研究更强调乡村居民的主体性，

相关研究包括基于个案或多个案的实证研究，以及概述性的一般研究，内容主要

涉及“村落体育”的形式、特征、功能、变迁趋势及原因等。一般认为，村落体

育的形式多样，因地而异，包括武术，舞龙，荡秋千，抽陀螺，玩弹弓，跳绳，

踢毽子，放风筝，抢花炮，猴棍舞，赛马等等（罗湘林，2006；郭修金，虞重干，

2008；孙风林，2013；孙庆彬等 a，2014；陈海鸥，2016），具有传统性，多样

性，本土性或地方性或地域性，民俗性，多意义性，多功能性，自组织性，自给

性，仪式性等特征（罗湘林，2006；孙风林，2013；孙庆彬等 b，2014；黄元骋，

彭健民，2017；彭健民，梁越辉，2020；李玉林，耿天一，2022），具有健身，

娱乐，社交，社会整合，文化传承等多方面功能（罗湘林，2006；郭修金，虞重

干，2008）；趋势上，乡村居民的锻炼意识日益增强，由分散个体活动或小群体

活动向大集体活动发展，由村落体育向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兼有方向发展，由节

庆、农闲时间为主向日常化发展（孙风林，2013；陈海鸥，2016；黄先锋，周琥，

2021）；也有学者注意到了村落体育的边缘化或消失（黄元骋，彭健民，2017；

余芝芝，张燕，2020；刘仁憨，门薇薇，2020）；趋势变化的原因主要有生产生

活方式变化、人口流动、体育观念变化（孙风林，2013；刘仁憨，门薇薇，2020），

以及普及的难易程度和组织化程度（徐世军等，2022）等因素。

总的来说，乡村体育和健康实践本质上属于乡村居民的健康实践活动，学界

的相关研究，特别关于“村落体育”的研究，说明了乡村居民健康实践活动与本

地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系统相统一的地方性，描述了乡村居民健康实践活动

的现状、特征与变迁趋势，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参照。但现有研究



多是从客观的视角，在宏观的层次上进行的，尽管其中有些是个案研究，并采用

了访谈法，却较少使用访谈材料，因此基本上没有从主观视角、在微观层面详细

描述和讨论乡村居民对自己健康实践的观念观点，也较少由此深究乡村居民健康

实践中的实践意识以及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当然，这些研究也没有涉及饮食等其

他健康实践活动。

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调查资料，从主观视角深入描述当地村民包括“慢跑快

走”和有意识“食用野菜”在内的健康实践活动，讨论他们例行化健康实践中的

实践意识以及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并希望以此为理解和解决乡村振兴和老龄化日

益加深背景下乡村老年人的健康问题提供一些线索。

二、调查地点和方法

本文的调查资料主要来自于 2023 年 1 月到 3月对 3个村庄的调查。这 3个

村庄全部位于山东省西南部，俗称为鲁西南地区。该地区是黄河流域的下游地区，

属于华北平原，地势平坦，总体海拔在 30 米到 70 米。气候上属于暖温带，降水

丰富，雨、热同期，平均降雨量在 700 毫米左右。由于水、热充足，加上地形以

平原为主，所以传统上主要以农业为主，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进城务工成为

流行的选择，现在村中主要是留守老年人、妇女和儿童，据统计，三个村庄所在

的乡镇，2021 年户籍人口有 48953 人，其中 60 岁以上的人口有 8478 人，占总

人口的 17.32%；而该镇总人口中主要是乡村人口，有 33895 人，按照合理推测，

乡村人口中 60 岁以上者必然高于 17.32%。

鲁西南地区人口稠密，村庄紧凑而列，如从空中俯瞰，一个村庄连缀着一个

村庄，星星点点，点与点之间以多条四通八达的乡村公路相连。所调查的 3个村

庄就是其中的 3个点。从他们内部往外看，3个村庄都属于聚居型村落，每个村

庄都分为聚居区与田野区。田野区是作为农业生产的对象的田地，中间阡陌相连，

由此既使得不同的村庄分割开来，又使得不同的村庄相联通。在聚居区，人们连

舍比屋而居，一个个居住房屋和院落前后左右相连，如一个个的小格。房屋之外

是街道、林地、广场，形成了人们活动的公共空间。

在所调查的 3个村庄中，H村是笔者的家乡，也是笔者多年来的田野点之一。



Q 村与 H村相连，C村与这两者相距 1.5 公里左右。笔者 2023 年 1 月到 3月在这

3 个村的调查，主要采用的是观察法和访谈法。其中，主要访谈了 10 位在日常

生活中坚持慢跑快走锻炼并且注重在一日三餐中经常加入野菜的老年人。10 位

访谈对象中中男性有 4名，女性有 6名，年龄最小者是 53 岁，年龄最大者有 71

岁。

三、“慢跑快走”与“食用野菜”：传统延长线上的健康实践

调查发现，三个村庄中，老年人在传统村落在传统民俗体育基本上衰落无踪

而农闲时间大规模增加的情况下，并没有完全陷于打麻将赌博、迷信活动等所谓

“闲暇的无意义感”，而形成了以传统养生知识为底色、日益日常化的“慢跑快

走”和“食用野菜”健康实践，“就这几年，人家（指大家）说跑跑步好。这人

家都跑步哩。这都跑，一说对身体好，这都跑步。没什（指以前）没这些跑步的。

现在，就这时候吃完饭，都有跑步的”①,“没事的人就是去跑步去。现在（一年）

四季路上就是（有人）跑步”②。

“慢跑快走”的参与者多是中老年人，主要发生在“闲暇时间”。传统上，

乡村时间系统是“工作导向”的（爱德华·汤普森，2002：387），在根本上遵循

着农业生产的节奏。其结构性特征是由“农业时间纪律”所影响甚至决定了的总

体社会时间体系（王加华，2011），以年为单位循环往复，整体上分为农闲和农

忙阶段。农忙阶段，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除了必要的休息时间，每天中所有时

间都可以看作是工作时间；农闲阶段，除了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和必要的休息时间，

每天所有时间都可以看作是闲暇时间。由此，“慢跑快走”似乎更应该发生在农

闲阶段的每一天的任何时间。而事实上，由于乡村中农闲时间的不断扩展，一年

四季中都有人进行“慢跑快走”；就具体时间而言，由于没有城市中每天工作时

间和闲暇时间的制度性区分，人们反而有了更多的自由，可以在早上，也可以是

晚上，或者一天中的其他时间。也就是说，“慢跑快走”一定程度上已经日常化

了，不再是农闲时间的阶段性行为，也不是依附于节庆、仪式的短时民俗体育活

动，“天天跑哩（人）有，有人长年跑，福才家（指村中一个人物）人家是天天

①被访谈人田某，访谈于山东巨野县 H 村，访谈时间为 2023 年 1 月 29 日
②被访谈人曹某，访谈于山东巨野县 C 村，访谈时间为 2023 年 1 月 23 日



跑，三应家也是常跑。培雪家以前也常跑，我们常一起（跑步）”①，“早上不跑，

我清早上不跑，晚上喝完汤跑一会……（我大儿子）他清早上跑，反正起哩些早

（的人早上跑）。”②

“慢跑快走”一般出现在村庄周围的道路上。三个村庄地理上属于华北平原，

地势平坦，在聚落形态上属于集聚型（鲁西奇，2013）。乡村住户前后左右宅院

相连，全部一起集中于有限的范围，耕地分布于村落的周围，住宅区与耕地区界

限分明，彼此以村庄街道和田间道路相通。在没有城市那种专门田径场、公园等

跑步散步空间的情况下，田间道路是天然的选择，有时候造成临近村落“慢跑快

走”的人群相遇，形成田野中多人群斑驳的场景，“都遛遛，遛到杨庙（指隔壁

的一个村庄），遛到（我们家耕）地那往（指那里）。转这么一圈，从这个路上去，

从那个路上来……遛到杨洼子（指某个耕地位置的名称）。（有时候走的）远了不

（的话），就遛到杨洼子，（有时候走的）近了不（的话），走了（一会）就（回）

来了……你（如果）跑远了不也不中（指不行），跑远了不你累的撑不了，跑近

了不累得轻点，近一股路（指一段路）……天天跑啊，也不显得累的慌。一段时

间不跑，就显得累得很……碰着杨庙（指一个隔壁村）哩（跑步散步人）了，碰

到王堂哩（跑步散步的人）了。陈庄（跑步散步的人）到这没公路，他们不上这

来。（陈庄）那边过来尽土路，他们不上这来。”③

另一个健康实践是“食用野菜”。所谓“野菜”，在当地人的话语里主要有两

个含义，一是非人工有意识种植的蔬菜，一是非传统上经常食用的蔬菜。在调查

的三个村庄，一些野外自生的，传统上不会食用的，甚至是被认为有害于农业而

需要不断铲除的草类植物，不断进入人们的视野和食谱，被重新发现和“赋予”

养生价值，成为人们日常饮食的一部分，“以前都不吃的密密蒿啊，地瓜叶啊，

现在都讲究起来开始吃了……苦苦菜，以前没有吃哩，现在到处找着挖来吃，张

（指放）水一焯，张蒜一调。啥（怪）味没有。水剂菜，面条廓（指一种野菜），

屡哩（指野生的），蒸着吃，没任啥（怪）味……没什（指以前）密密蒿长老高，

没谁吃，现人家都叫吃菜，吃菜是好的，都看手机，电视上都讲，手机上啥都讲，

啥（野菜）管啥（病）的。苦苦菜，胡萝卜英，多吃。密密蒿光吃那个叶子。嫩

①被访谈人田某，访谈于山东巨野县 H 村，访谈时间为 2023 年 1 月 24 日
②被访谈人张某，访谈于山东巨野县 C 村，访谈时间为 2023 年 1 月 23 日
③被访谈人陈某，访谈于山东巨野县 H 村，访谈时间为 2023 年 1 月 24 日



的时候，没结籽的时候吃，光吃叶子。老毛草是管血压高的，也吃。医生、专家

了，快手上那专家说的。黑天睛（指一种野菜）也能吃，也是药材。地里的野菜

都是宝。拉拉秧（指一种野菜）也是好东西，管肚跑的。净（是）专家讲的。那

个老牛拽（指一种野菜）也是好东西，根子大，那个割了，煮了，洗脚，治肿脚

疼。银凤菜，现在都喝银凤菜，些（很）滑溜。你掐了（叶子），加水煮了，加

蒜一调，也些好吃”①。

可以看出，人们“食用野菜”有几个特征。一是目的明确，是一种达到了话

语意识层次的明显主体能动性的社会行动，其中猎奇或尝鲜的成分较少，主要是

为了健康。二是较为日常化，人们在日常饮食中日益倾向于增加食用野菜的频率，

食用野菜并不是如服药一样的阶段性行为，而是一种饮食行为，向一日三餐的常

态化方向发展。三是扩大化，为了能从被赋予了不同养生价值的野菜中获得多样

而全面的营养元素，人们不断扩大了食用野菜的范围，一些传统上不被食用，甚

至是需要不断铲除却难以铲除的、人们“苦之久矣”的野菜，逐渐成为人们食谱

上的一个常态化的组成部分。四是知识导向，人们食用野菜的底层知识和逻辑来

源于传统的中医药和养生知识，以及快手等短视频上博主的普及与强化。

日常化的“慢跑快走”和“食用野菜”，在形式上看，相对于当地传统的生

活方式，具有一定的“新异性”。一来，传统上人们并不普遍进行有意识的、日

常化的身体锻炼，那些身体锻炼的形式和行为融合于武术、扳手腕、放风筝、跑

麦陇等娱乐活动、节庆活动、信仰活动之中，而“慢跑快走”是一种有意识的、

“专门性的”、日常化的身体锻炼行为；二来，就村庄中人们言语中可知的过去，

除却饥荒等困难时期，人们并不将野菜作为一种日常饮食，而且人们也不向往野

菜，人们更希望吃好穿好，而这个“吃好”在他们看来即是肉食尽可能得多，一

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当地人们有个习惯，即在结婚、生子等宴席后饶有兴趣地谈

论菜肴的数量、菜肴中肉食的比例以及其中的一些美食，并可能延伸开去，每个

人回忆自己所经历过的宴席，并相互之间做品评和比较。与之对照，食用野菜并

将之扩大化和日常化，是一种“对立性”的新行为。就此，人们也了解并能够明

确言说这是两种新出现的健康行为。但如果在知识和观念上深究下去，“慢跑快

走”和“食用野菜”也与当地传统保持了一定的连续性。就“慢跑快走”而言，

①被访谈人陈某，访谈于山东巨野县 H 村，访谈时间为 2023 年 1 月 27 日



当地传统上虽然没有日常化的跑步行为，但慢走散步在流行“串门”这种邻里互

动行为的地方不可避免会发生；同时，当地传统上流行有一种“跑麦陇”的信仰

行为，在年刚刚过去的正月十六的清晨，人们早早起来在田野中跑步，因为当地

这个季节主要是几厘米高矮的麦田，所以称为“跑麦陇”；人们认为，“跑麦陇”

可以让自己在一年内在获得平安和健康；观念上，人们也信奉一些如“饭后走一

走，活到九十九”之类的传统养生格言，所以人们并不难于去接受和从事“慢跑

快走”。就“食用野菜”而言，人们也有着困难时候部分食用野菜的经历或记忆，

同时在观念上，人们对中医药和传统养生知识的深厚的认同，让他们毫不迟疑地

主动地拥抱了“食用野菜”。因此，可以说，日常化的“慢跑快走”和“食用野

菜”就作为行动主体的当地人而言，既新异，又是传统的延续，是传统延长线的

“新”健康实践。

四、节奏、例行化与再例行化：“新”健康实践的生成机制

（一）实践意识、例行化与实践变化

实践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主题，“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领域……是在时空

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安东尼·吉登斯，2016：2）。实践既具

有结构性，又有开放性。结构性在于实践基于现实约束性条件，具有转瞬即逝的

特征；开放性来源于实践知识的开放性和其对于实践情境的非完备性，以及实践

主体的能动性。就前者而言，吉登斯称之为实践的例行化特征；就后者而言，吉

登斯归结为行动者的能动性，实践的意外后果以及实践的未被认识到的条件，而

这些也需要通过实践的例行化而得以呈现。

具体来说，吉登斯认为，实践的结构性特征表现为例行化，一方面，例行化

体现了实践受人格形成和维持机制的约束性，例行化维持着人的“本体性安全”，

“本体性安全……的维持……由例行活动本身特有的可预见性实现”（安东尼·吉

登斯，2016：247）；另一方面，例行化也是“结构”的体现以及结构在时空中再

生产出来的手段，“例行化”的形成依靠的是具有“资格能力”的行动主体的实

践意识，而实践意识指的是行动者对于自己所行所为的了解和反思性监控，是行

动者在具体情境中“无须明言就知道如何‘进行’的那些意识”（安东尼·吉登



斯，2016：11），“包括知晓某些规则和策略”（安东尼·吉登斯，2016：84），而

这些规则和策略正是结构本身，当行动者依据这些规则和策略而行动的时候，社

会结构就在时空中被再生产出来。同时，实践的开放性也需要例行化来实现，这

是因为例行化本身就包含有意外后果的含义，在吉登斯看来，在实践中，行动者

的能动性指的是“做的本身”，行动者行动的后果指的是“做”本身产生的客观

后果，与行动者主观的意图以及做的后果是否与行动者的意图一致无关，同时也

为行动者完全控制，“所谓行动者所做之事的后果，指的就是这样的事件：如果

行动者换一种方式行事，这事件或许将不会发生，但这类事件的发生却并非行动

者力所能及（不管他有着怎样的意图）”（安东尼·吉登斯，2016：10）。行动者

之所以不能完全控制自己实践的后果，主要是由于实践具体情境相对于实践意识

的复杂性或者说后者对于前者的非完备性（安东尼·吉登斯，2016：20），以及

“人的认知能力始终有限”（安东尼·吉登斯，2016：25）等。因此，行动者的

能动性本身既包括对行动的持续性监控从而形成了行动的例行化特征，也包括行

动后果的开放性，当然也就包括行动的意外后果。而行动的意外后果又可能作为

下一步实践未被认识到的条件，产生新的例行化实践，“意外后果是常规化行为

的附带结果，以常规化的方式被‘分播’开来”（安东尼·吉登斯，2016：13）。

总而言之，在吉登斯看来，实践的最大特征就是例行化，通过例行化，表现

和再生产了结构，同时产生了意外后果而造成实践的变化，形成新的例行化。而

例行化是具有资格能力的行动者在以规则和策略为内容，以反思性监控为特征的

实践意识下进行的。所以，分析一种实践活动，重要的在于分析行动者的实践意

识，实践意识造成的例行化，实践的意外后果以及再例行化。

（二）“寿而少动”的健康实践意识

对于“慢跑快走”和“食用野菜”这两种有些“新异”的健康实践，人们的

实践意识，也就是相关规则和资源，无疑与任何实践一样是无比精细和复杂的。

我们只分析其中主要的规则和资源，大致包括生命的意义，健康的目标，健康的

知识与技能，时间和空间的利用，公共健康设施的可得性，社会互动模式等。

就生命的意义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倾向于强调现世生活，人们相对比较看重

现世的生命和生活，常常在现世中追求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尽可能长的存在。后



者就是“寿”。人们希望能够在现世中尽可能“长寿”，穷尽“天年”，因此，“寿”

与“福”、“禄”一起成为人们追求的三种现世生活和生命的目标，并且有对应的

星宿和人格化神，寿星也被赋予一种颇为喜乐的神仙形象。这种“长寿”价值观

和文化，以各种形式散布在所调查村庄人们的身边，家具上、中堂画里的寿星形

象，“松鹤延年”、“寿比南山不老松”之类的图画和联句等，润物细无声地使之

成为人们生命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寿”既有命定的成分，也

需要后天的养护，“寿终”，“无疾而终”，“天年”之类的说法表明了寿的命定成

分，“以尽天年”，“养生”之类的说法表明后天努力对于寿的作用，这也赋予了

人们进行健康实践的空间和意义。

就健康的目标而言，因为“寿”值得追求，也需后天养护，因此，维持现世

身体的健康“以尽天年”，成为一种必然。“无疾而终”即表明人们希望在“尽天

年”的过程中能够“无疾”；在所调查村庄中，人们会以“没病没恙哩多好”之

类的话语来表达这种观念。“没病没恙”既说明他们观念里认为身体健康是一件

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他们的健康目标。这种健康目标是“底线型”的，“没病没

恙”并不等于现代健康观念，它并不追求预防和监控下的身体的高质量健康，仅

仅追求没有疾病妨碍自己的生活，所以那些一时不能妨碍生活的慢性疾病和隐性

疾病常常不被考虑，患了慢性疾病和隐性疾病的人们也常被认为是“无疾”。而

且，这种“没病没恙”的健康目标还常常为现实生活所强化，传统文化中的集体

主义倾向，让人们常常为了完成必要的集体责任，不得不牺牲短期的身体健康，

对于所调查村庄中的人们而言，就是为了给父母养老送终和给儿女成家；只要没

有明显的疾病妨碍这些责任的完成，就可以在“无疾”的健康目标下接受这种牺

牲。在此，“底线型”健康目标，为完成必要集体责任而短期牺牲身体健康，两

者互相支撑。

就健康的知识与技能来说，正如上文所言，所调查村庄人们拥有的主要是传

统养生知识，而且其中的形体运动和呼吸导引，人们所知不多，武术曾经流行，

现已基本没人练习，也没有人掌握气功吐纳；人们主要服从和掌握的是传统“食

养食疗”知识。还有一些与娱乐、信仰、节庆等活动融合的民俗体育知识和技能，

如风筝、跳绳、陀螺等少年儿童游戏活动，跑麦陇、放孔明灯等信仰、节庆活动。

就时间和空间利用而言，传统上人们遵循着农业生产的节奏，在他们的概念



里，时间分为农忙和农闲时期。农忙时期人们基本上将所有的时间用于农业生产，

人们常常用“忙得跟石头哩一样”来形容这种状态，“石头”即以极高的频率用

头撞击石头，是冤屈、愤懑等情绪支配下的“自证清白”表达，在此形容繁忙而

不得休息。农闲时期，庄稼给人放了假，人们除了从事副业之外，也从事节庆、

信仰、娱乐等活动以及与之融为一体的民俗体育活动。总体上看，这是一种“二

元化”的时间利用意识和模式，但其中也包含有这样的意义，那就是，时间分配

中应该有休闲时间，并应该利用休闲时间进行包括民俗体育活动在内的非生产性

活动。空间上，所调查村庄都有自己较为明确的范围，以与邻近村庄相分割，在

这个范围内分为聚居区与田野区。聚居区由私人住宅和街道、林地、广场等公共

空间组成。总体上，如果将田野区也算在公共空间内，这些村庄的公共空间较为

广阔，而且功能区分和约束性较弱，一般情况下，人们认为，自己可以在公共空

间内相对自由地进行各种“正当性”实践活动。

就公共健康设施的可得性而言，随着国家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乡村

振兴战略，人们拥有了公共健身设施，正如许多其他地方的村庄一样，这公共健

身设施主要是广场，篮球架，乒乓球台和健身路径，且布局集中（熊禄全，向剑

峰，2022），只有距离较近的人们会在广场上闲坐聊天，跳广场舞，打篮球等，

对于那些距离远或者不掌握广场舞、篮球、乒乓球技能的人们，这些健身设施并

没有发挥应有的价值。

就社会互动模式而言，三个村庄属于聚居型村落，人们连舍比屋而居，社会

互动频繁，人们“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费孝通，2011：10）生

发出信任和不言而喻的彼此之间的权责关系，从而让“从众”成为一种常见现象，

因为信任身边的人而跟着做，因为身边的人“相邀”而一起做。

综上所述，三个村庄的人们拥有着“寿而少动”的健康实践意识。在此健康

实践意识下，人们例行化的健康实践活动，主要是融合于信仰、节庆、娱乐等的

民俗体育活动，以及“食补”。其具有两个特征，一是非日常化，无论是民俗体

育活动，还是“食补”，或因事而起，或因兴所致，或因需而作，并不是规律性

的日常行为；二是非成人化，少年儿童的健身娱乐活动较多，成年人的形体健康

实践较少，那些少年儿童的娱乐游戏，成年人包括老年人基本不会参与，以免被

打上“老顽童”的标签。其背后可能的一个原因是，底线型的“无疾”健康目标



让位于成年人的完成人生责任的生活。因此，这种在传统健康实践意识支配下的

例行化健康实践，可以称之为“让位型”健康实践。

（三）新“结构”与再例行化

作为“新”健康实践，“慢跑快走”和“食用野菜”的出现，是在相关规则

和资源部分改变的情况下，人们例行化健康实践产生的附带结果或者说意外后果，

然后得到了再例行化。

现世追求长寿，传统养生观念和知识，乡村“自由式”的空间利用，公共健

康设施可得性弱，熟人社会中的“从众”等相关规则和资源基本上没有变化。其

中，现世追求长寿，传统养生观念和知识，两者反而得到了强化；“二元化”时

间利用，底线型“无疾”的健康目标，两者因为城乡人口流动，农业生产节奏变

化，快手等短视频的流行，以及人们自身的实践体验反馈，逐渐改变了原来的形

态。“二元化”时间利用意识和模式开始统一，“底线型”健康目标开始向“锻炼

才有好身体”转变，从而形成了一种“寿需动且补”的健康实践意识。

首先，人们对时间的观念和利用模式，从根本上说，依然遵循着农业生产的

节奏，但由于人口城乡流动，村中大部分中青年进城就业，留守的是“386199”

部队，为了适应老年人和妇女劳力不充足的状况，也由于农业收入占比的下降，

农业生产从传统劳动密集型农业，转变为一种“留守-机械化”农业。除了少部

分农业大户之外，人们倾向于种植利于机械化耕作的作物，在当地典型的就是小

麦和玉米，形成了一年两季“夏玉米冬小麦”的种植习惯；同时尽量回避种植各

种蔬菜、棉花、大蒜等机械化程度不高的经济作物。这种“留守-机械化”农业

模糊了传统农闲和农忙时期的二元划分，让人们不仅在农闲时期，也在传统的农

忙时期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这现在不用干任啥（任何事），没什（指以前）都

要人割（草）、压（麦陇）。（夏天）现在（麦子）收收，晒晒，就卖了。人家都

拉走了。省事。没什半月二十天还制不完场（指收麦子压晒）哩。这（现在）两

三个小时都完事了。这冬天没事，没什都是人（干活），这都是机器，人也轻快

老些”①，“（以前冬天）干活（时间很长），剥棉花就要剥到过年……没有（种棉

花），这几年没种了，种点麦子种点棒子（玉米）。种棉花的人少了，种棉花功夫

①被访谈人张某，访谈于山东巨野县 H 村，访谈时间为 2023 年 1 月 27 日



大点，谁还种棉花啊”。①
这让人们可以将原来农闲时期的时间利用方式迁移到所

谓的“农忙”时期，使得农闲和农忙时期的时间利用模式统一起来，为健康实践

的日常化提供了时间节奏上的条件。其次，由于城乡人口流动以及快手等短视频

的流行，特别是后者，人们脱离了熟人社会面对面互动带来的信息和知识的限制，

一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多城市中的健康观念和知识，使得他们“底线型”健康目标

开始向“锻炼才有好身体”转变，也使得他们开始跟风城市中的日常化的健康实

践。另一方面，由于短视频的算法推送机制，他们经常观看自己本就喜爱和认同

的传统养生知识类短视频，从而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他们已有的健康实践意识，

加强了他们“现世追求长寿”的意义指向，复活和丰富了他们的“食养食疗”知

识，推动了他们“食用野菜”的行为。最后，人们自己的体验反馈也强化了新的

健康实践行为。人们常常正面评价自己在新的健康实践中的获得，包括身体的健

康感，心理的愉悦感，以及周围人对自己的正面评价。由于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受

到了城市中“健康道德化”的影响，认为不注意健康以及不从事维护健康的活动

是“懒”和“不上进”的表现，所以进行新的健康实践常常让人们得到身边人的

正面评价。

总而言之，由于人口流动、农业生产节奏变化、短视频流行等原因，人们的

健康实践意识发生了部分变化，形成了“寿需动且补”的新健康意识。由此，人

们开始了“慢跑快走”和“食用野菜”的健康实践。这本质上是原来例行化健康

实践的“附加结果”，因为，一来它们所基于的实践意识部分继承了传统的健康

实践意识构成，二来其形式也是原来例行化健康实践的延伸，“慢跑快走”是传

统“跑麦陇”活动的日常化，“食用野菜”是传统“食疗食养”的扩大化和日常

化，但这种附带结果作为意外后果最终“以常规化的方式被‘分播’开来”（安

东尼·吉登斯，2016：13），完成了再例行化。

四、结论

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深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乡村老年人的健康问题成了

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常常从增加乡村公共体育或健身设施的供给数量和效率，

提升乡村老年人的健康意识和健康知识，提高他们对乡村公共体育或健身设施的

①被访谈人姜某，访谈于山东巨野县 Q 村，访谈时间为 2023 年 1 月 24 日



利用率等方面考虑和解决乡村老年人的健康问题。这种思路不可谓不具有现实意

义，但这主要是从供给角度进行的考量，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乡村老年人在健康

实践上的主体性，而他们健康水平的维持和提升主要取决于他们自身的主体性和

健康实践意识。当我们只看到乡村宏观的供给端的不足，就会灰心失望，就会只

看到乡村老年人健康实践的消极一面。事实上，乡村居民包括乡村老年人在传统

例行化的日常生活中，其实践意识中包含有丰富的与健康相关的规则和资源。作

为“一般化的能力”，在人口流动加剧，农业生产节奏变化以及短视频流行等因

素影响下，他们能够在例行化实践中产生作为意外后果的新的健康实践形式。他

们没有陷入到“闲暇的无意义”和对健康的躺平状态。传统的例行化日常生活中

所包含的“寿而少动”的健康实践意识，包括现世追求长寿，“底线型”健康目

标，传统养生观念和知识，“二元化”时间利用和“自由式”空间利用，“从众”

等等，具有强大的产生日常化的健康实践的内生力量。我们应该相信和鼓励这种

内生力量，并对乡村老年人的自我健康实践保持谨慎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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